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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农地流转增速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同时中国农民群体离开村庄形成的城乡间流动人口规模达

到历史新高，这种“离乡不离土”的不完全市民化进程对土地流转的发展形成阻碍。本文以探讨农民市民化的不同

状态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为研究目的，采用理论逻辑分析和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

究方法，提出以“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的理论概念反映当前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的渐进性特征，认为显性

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状态的结构性差异对农民土地流转行为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研究结论主要有：①农民市民

化进程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有正向影响；②土地流转进程是一个与农村常住居民老龄化相伴随的长期渐进过程；

③提高城镇养老保障待遇、提高土地流转租金和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等有利于促进农民转出土地。本文研究对

于探索农民市民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以及相关政策制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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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有序健康发展是近年来影

响中国乡村振兴和城镇化进程的重大农村社会经

济政策。至2017年底，全国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流转

面积达到5.16亿亩，已占全国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总

量的 37%左右[1]。从发展趋势看，自 2004年国家开

始实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以来，农村土地流转面积

持续增长，流转土地多数成为种粮大户、家庭农场

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现代化农业

生产经营的重要物质基础。但是，自2013年开始至

今，农村土地流转增速出现持续下降趋势[2]，而同期

中国农民群体离开村庄形成的流动人口规模达到

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3]，这意味着相当多的农民群

众即使较长时间离开村庄，也不愿意放弃对承包

土地的实际控制，这种情况显然会阻碍土地流转

的发展。

持续、稳定地获得流转土地供给是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进行规模化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关键前提，

而农民市民化是实现农村流转土地持续供给的重

要条件。基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经济体系国情，

农民市民化呈现出农户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及身

份从农村到城镇的渐进转变、分离转变的特点，使

农民市民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及效果极具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本文将在对基于农户家庭角度

的农民市民化进程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

“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概念来表现农民市

民化进程的渐进性特征，并以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不

同发展阶段的农民市民化状态对土地流转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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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问题。

2 文献回顾
农民市民化问题一直是“三农”理论与政策研

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农民市民化应当是

农民户籍身份转变为城镇户口，并在城镇定居和工

作，是完全意义上的市民化[4]。但多数研究者都认

同中国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具有渐进性和多样性的

历史进程，中国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这种渐进性

与多样性特征如此特殊，以至于一些研究者将其视

为“伪城市化”现象[5]，而多数研究者则认为中国农

民市民化存在“半市民化”现象，并在当前“城乡中

国”发展阶段成为常态[6]。一些研究者认为，农民半

城市化是指农民需要依靠其家庭的农村资源支持

其实现在城市定居和工作的必要阶段，是实现农民

完全市民化目标之前的过渡阶段[[7-9]，其政策含义是

需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为农民城市化提供支持。

Tao等[10]指出，农民半城市化现象与进城农民不能充

分获得城镇基本生活保障待遇有直接关系。

研究者们根据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的渐进性

和多样性特征对其进行不同维度的分类研究。

Goldstein 等 [11]和 Woon[12]将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

的城乡流动人口情况分为循环迁移和永久迁移等

两种类型。Yang等[13]注意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呈

现出多样化特征，多数农民倾向于到离家较近的小

城镇生活，就地城市化意愿相当明显。陈学法[14]将

农民市民化分为“离乡不放土”“放土不放权”和“放

土又放权”等3种具体路径，其中“放土不放权”的市

民化路径符合农民利益，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方式来

保障农民权益。杜巍等[15]根据农民户籍身份是否转

变而将农民市民化分为制度性迁移和行为性迁移，

并认为土地流转促进了制度性迁移。李世美[16]将农

民市民化分为农民家庭部分劳动力转移、全部劳动

力转移和家庭整体转移等 3种情形，并认为农民市

民化呈现这种“分步转移”特征是因为农民家庭城

市化能力不足。

在现阶段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农村社会经济

政策中，土地流转与农民市民化的相关性受到研究

者们的关注。整体而言，推进土地流转相关政策可

以促进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城市化[17-20]。徐美银[21]与

曹芳芳等[22]认为，农民市民化和土地流转之间是持

续互动促进的关系。徐美银[23]定性分析了农民市民

化发展水平对土地流转方式的影响。黄枫等[24]定量

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土地转出的影响。张永丽

等[25]定量研究了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已有研究还就农民家庭非农就业情况对农村

土地流转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家庭非农就

业能力越强、非农业收入越高、非农就业越稳定，越

会促进农户转出土地[26-29]。

综上所述，在涉及土地流转与农民市民化的关

系方面，多数已有研究都是从土地流转对农民市民

化影响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从农民市民化对土地流

转影响的角度进行的专门研究明显较少，特别是就

农民市民化的不同具体发展阶段对土地流转影响

的实证研究更为少见。本文在总结已有相关研究

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使用“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

民化”这两个理论概念来刻画中国农民市民化的渐

进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和实证

研究来探讨不同程度的农民市民化状态对土地流

转进程的影响问题。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关于“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的理论分析

3.1.1 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渐进性特征

与多数已有研究成果的观点一样，本文认同中

国农民市民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从农民家庭

角度看这种渐进性特征尤其明显：既表现为家庭成

员从部分成员发展到全部成员的城乡户籍转变过

程，也表现为全部或者部分家庭成员长期主要在城

镇地区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但城乡户籍身份并没有

同时转变的状态，后者在当前以及今后很长时间都

将会是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的最普遍现象。

3.1.2“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概念能够较好

表现农民市民化进程的渐进性特征

本文认为，“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两种

现象都是农民市民化渐进性历史过程的具体体

现。前者可以表述为“显性市民化”状态，也就是说

农民最终完成了从农村居民身份向城镇居民身份

的转变，农民永久性地实现了从农村到城镇的迁

徙，这也是农民市民化的最终目标，这种市民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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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是直观而明显的状态。后者可以表述为“隐性市

民化”状态，当农村居民在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城镇生活和工作，其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已

经和城镇居民无异，只是仍然是农村户籍身份，农

民在农村和城镇之间循环迁徙，这是“隐藏”在农村

居民户籍身份之下的实质性市民化状态。在农户

家庭成员中存在部分成员的“显性市民化”和全体

成员的“显性市民化”这样两种状态。隐性市民化

是农民从农村居民户籍身份转变为城镇居民户籍

身份的进程中的中间阶段，在农户家庭成员中也存

部分成员的“隐性市民化”和全体成员的“隐性市民

化”这两种状态。“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代

表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民市民化状态，反映了

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的渐进性特征。

3.1.3“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状态均存在结

构性差异

“显性市民化”①状态下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存在

结构性的差异：显性市民化是指农民已经取得了城

镇居民户籍，这是显性市民化的基本含义；但从实

际情况看，因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有的农民

转变为城镇居民身份以后，并不能获得相应的城镇

居民所享有的养老、医疗、就业等基本社会保障待

遇 [30,31]。显然，只有在实现城乡居民户籍身份转变

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城镇居民应当享有的基本生活

保障待遇，才算是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

目标。

“隐性市民化”主要表现为长期在城镇地区非

农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在城镇和农村之间循环迁徙，

也就是所谓“联根式流动”[32]、“无根性居住”[33]或者

“候鸟式迁移”[34]，从农民家庭角度看，农户家庭成员

长期非农就业人数占其家庭人口比重、非农就业收

入水平、非农就业稳定性以及与农村生产生活的关

系等方面也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农民的

“隐性市民化”状态也存在结构性差异。

3.1.4“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对农民转出土

地行为的影响机制的理论逻辑

因为农民工流入地的地方政府普遍没有足够财

力承担大部分长期流动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35-37]，即

使经济发达地区也同样如此 [38,39]，从而使农户家庭

不完全的“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现象长期

存在。因此，研究在农民家庭不完全的“显性市民

化”和“隐性市民化”情况下使农民转出土地的条件

是较为现实可行的做法。

土地流转是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

交易行为，在农户的交易收益满足其特定需求的条

件下，土地流转才会发生。土地流转实践也表明，

即使是在农民家庭不完全的“显性市民化”或者“隐

性市民化”情况下，农民转出土地行为也普遍发生，

这说明在农民家庭没有完全市民化的情况下，存在

一些能够使农民愿意转出土地的具体条件。图1为

本文提出的“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对农民

转出土地行为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

本文认为农户转出土地的基本条件主要有以

下5项：

（1）农民获得城镇居民户籍后往往会在城镇地

区长期生活，同时城镇居民户籍一般与城镇居民的

基本保障待遇相联系，这些都会使农民倾向于放弃

土地的实际控制权。

（2）农村土地对农民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基本

保障功能，如果农户在市民化进程中获得的城镇地

区基本保障待遇能够有效替代农村土地的基本保

障功能，农户会倾向于转出土地。

（3）农民获得稳定和持续的非农产业生计方

① 本文在选用表现“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的相应具体指标时，借鉴了胡霞等] [29]关于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但

理论概念的提出和具体指标的含义界定等方面均为本文自己的观点。

图1 农民市民化对农户转出土地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

Figure 1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farmers’citizenization

on their land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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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能够有效满足其在城市地区长期生存及发展需

要，从而对基于农村土地生产经营的生计方式依赖

性显著减弱。

（4）农户承包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及流转收益达

到较高水平，不低于其自己直接经营土地的收入水

平，农户会倾向于转出土地获得更高收益。

（5）农户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越高，其非农就

业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目前中国高中以上教育内

容侧重于非农产业方向，因此农户非农就业人力资

本水平越高，其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能力越强，越

倾向于选择非农产业工作，从而会产生较强的土地

转出意愿。

基于以上关于农民市民化对农户转出土地行

为影响的理论逻辑分析结果，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1：农户家庭中获得城市户籍成员数量对农户

转出土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H2：农户在城镇地区获得基本保障待遇对农户

土地转出行为有正向影响，这些基本保障待遇主要

包括农民在城镇地区获得的城镇养老保险和城镇

医疗保险等。

H3：从农户家庭的角度看，农户家庭成员中长

期非农就业的人数多、非农就业时间长（包括每年

非农就业天数多和非农就业年限长）、非农就业收

入水平高等都可以表现其非农产业生计方式的稳

定性，上述变量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正向影响。

H4：农户承包土地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是土

地流转的租金收入，土地流转租金水平高对其土地

转出行为有正向影响。

H5：农户的非农就业人力资本水平主要通过其

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体现，农户家庭成员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长对其土地转出行为有正向

影响。

4 模型与数据来源
4.1 模型

Logistics回归模型在研究人类特定经济行为方

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也是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

究应用的较为成熟的方法。

在本文中，将农户的承包地转出行为作为因变

量，是一个取值为0或1的离散型变量，服从二项分

布，而影响因变量发生的自变量数量和种类较多，

数据类型同时有连续型变量和离散型变量。因此，

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Logit( )P = lné
ë

ù
û

P
1 -P

= α +∑
i = 1

k

βi xi + ε

式中：P为农户发生土地转出行为的概率；1-P则为

农户没有发生土地转出行为的概率；xi为第 i个自变

量，i=1，2，3…k；βi为自变量系数；α为常数项；ε为误

差项。

4.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取自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

入分配研究院创建的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

（The Registration Form for the Dataset of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CHIPS），选取 CHIPS 数

据库最新公布的 2013 年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2013年中国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增速达到

峰 值 [1]，同 时 2013 年 中 国 农 村 城 镇 化 水 平 为

53.73%，达到世界平均水平[40]。

CHIPS2013 的样本数据覆盖中国东、中、西部

的 15个省份，对全国总体情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数据库中被调查农村住户样本为 11013户，根据研

究需要，以“是否转出家庭承包耕地给其他人”为因

变量进行数据选择，并同时剔除样本中数据链不完

整的数据样本，最终得到可用样本数量为10379户，

这些样本农户分布在13个省区，各省区分布情况如

图2所示。其中，东部地区3633户，占比为35%；中

图2 样本农户地区分布情况

Figure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d farming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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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为 2699 户，占比为 26%；西部地区为 4047

户，占比为39%。

4.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设置的各个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

果如表1所示，其中，对一些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是

为了降低其样本数据分布的方差水平。以下是对

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详细说明：

4.3.1 因变量

因变量Y含义为农户是否有土地转出行为。这

里的土地主要是指农户的承包耕地、林地和鱼塘等

农业生产性用地，土地转出行为包括不收取任何酬

金（Y=0）和收取酬金（Y=1）等所有情况。农户转出

土地与否情况的均值为0.1，这说明有土地转出行为

的农户占被调查农户总量的比重较小，或者说多数

农户并不倾向于转出土地。

4.3.2 自变量

自变量分为显性市民化、隐性市民化、土地财

产属性以及农户人力资本变量等4种类型。

（1）显性市民化自变量

综合考虑 CHIPS2013 数据库有关变量指标的

可用性和可得性，表现显性市民化的 3种状态的具

体变量指标如下所示：

自变量X1：有异地城市户籍家庭成员数量在家

庭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用于表现农民市民化进

程中其家庭成员可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渐次转变

为城镇户籍身份的情况。被调查农户中拥有城镇

户籍家庭成员的均值为0.139，说明实现城乡户籍身

份转变的农户数量很少，显性市民化发展相当缓慢。

自变量X2：有城市公费医疗保险家庭成员数量

在家庭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用于表现显性市民

化状态下的农民在获得城镇居民身份基础上又获

得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待遇。被调查农户中拥有城

镇医疗保险家庭成员的均值为0.096，明显小于农户

家庭中拥有城镇户籍的家庭成员数量的均值，这说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N=10379）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N=10379）

变量类型

因变量

自变量

控制变量

显性市民化

隐性市民化

土地财产属性

农户人力资本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平方/100

户主性别

家庭人口数量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家庭人均耕地

参加合作社年限

家庭固定资产

代码

Y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8

变量赋值

农户是否进行土地转出：1=是，否=0

城镇户籍成员数量/家庭人口

城市公费医疗成员/家庭人口

城市养老保险成员/家庭人口

非农就业超过270天成员/家庭人口

非农就业超过270天成员一年内平均务农天

数的对数值

非农就业超过270天成员一年平均非农就业

收入的对数值

非农就业超过270天成员的平均持续非农就

业年限的对数值

农户转出土地实际收取流转租金（元）

户主对自己健康水平的评价排序：1=非常

好；2=好；3=一般；4=不好；5=一般

家庭成员受教育总年数/家庭人口（年）

户主实际周岁

户主年龄的平方值/100

户主性别：1=男，2=女

实际家庭人口数量

家庭成员年龄总和/家庭人口数量（岁）

农户承包耕地面积/家庭人口数量（亩）

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社年限的对数值

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的对数值

极小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6

0

0

0

极大值

1

1

1

1

1

5.886

13.592

7.610

14000.000

5

20.000

101

102

2

13

73

112.750

7.610

15.000

均值

0.100

0.139

0.096

0.100

0.172

0.315

4.128

0.870

410.534

2.090

7.310

55

32

1.070

4

45

0.945

0.046

1.000

方差

0.086

0.105

0.062

0.054

0.061

1.157

25.082

1.230

971.216

0.578

5.602

161

185

0.087

2

268

8.950

0.155

8.885

注：户主性别极小值0表示家中无户主，只剩未成年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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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即使一部分农户实现了城乡户籍身份的转变，但

不能保证都可以随之获得城镇医疗保障待遇。

自变量X3：有城市养老保险家庭成员数量在家

庭人口总数所占比重。用于表现显性市民化状态

下的农民在获得城镇居民身份基础上又获得城镇

居民养老保障待遇。被调查农户中拥有城镇养老

保险家庭成员的均值为0.100，同样小于农户家庭中

拥有城镇户籍的家庭成员数量的均值，这说明即使

一部分农户实现了城乡户籍身份的转变，但不能保

证都可以随之获得城镇养老保障待遇。

上述情况说明，农民显性市民化进程中，即使

农民获得了城镇居民户籍身份，但也不能全部获得

相应的城镇医疗保障和城镇养老保障待遇，这显然

会对农民市民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

（2）隐性市民化自变量

在CHIPS2013数据库中，表现一年内农民非农

就业时间长度的指标有“非农就业超过 180 天”和

“非农就业超过270天”两个分类维度，本文认为，农

民一年内在超过3/4的时间都在城镇地区就业和生

活，实际上就已经处于市民化状态了，因此选择“非

农就业超过 270天”维度的相应指标作为反映隐性

市民化的自变量取值。

自变量X4：非农就业超过 270天的劳动力占家

庭人口数量的比例。用于表现隐性市民化状态下

农民家庭成员中长期非农就业人数所占比重的情

况，反映了农民家庭的隐性市民化发展水平。被调

查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比例的均值为0.172，说

明农户家庭中有能够长期进行非农就业的成员占

农户总数的比重为17%左右，也就是说隐性市民化

的数量水平较低。

自变量X5：非农就业超过 270天劳动力的平均

务农天数的对数值。用于表现长期非农就业的家

庭成员务农时间长度，这项指标越小，说明非农就

业的家庭成员在农村生活时间越少，而在城镇生活

时间越长，表现了隐性市民化状态下农户家庭成员

生活状态的城镇化特征更明显。被调查农户家庭

成员的务农天数均值明显小于极大值和极小值的

算术平均值水平，说明农户家庭成员在农业生产劳

动方面投入的时间较少，农户家庭中长期非农就业

的成员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较为疏远。

自变量X6：非农就业超过 270天劳动力的平均

非农就业收入对数值。用于表现长期非农就业家

庭成员的非农就业收入水平，表现了隐性市民化状

态下农户及其非农就业家庭成员生活来源的城镇

化水平。被调查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收入均

值水平明显低于极大值和极小值的算术平均值，说

明收入高者只占很小比重，多为低收入者，隐性市

民化的质量较差。

自变量X7：非农就业超过 270天劳动力的目前

平均非农就业年的对数值。用于表现长期非农就

业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持续时间，这项指标越大，

说明非农就业的家庭成员在城镇就业具有越强的

稳定性。被调查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年限均

值较低，说明农民获得持续稳定的非农就业岗位的

机会较少，其非农就业行为缺乏可持续性。

（3）土地财产属性自变量

自变量X8：土地流转租金。反映农户流出土地

的租金收入，当然也包括“零”流转租金收入的情

况；农村土地的财产属性越强，农民获得土地财产

性收益与土地生产经营收益的差距越小，农民市民

化的意愿就会越强。在土地财产属性自变量方面，

从样本数据的方差较大可以看出，土地流转租金相

差悬殊，其均值远低于极小值和极大值的算数平均

值水平，说明目前农民土地流转租金收入总体水平

偏低。

（4）农户人力资本自变量

自变量 X9：户主自评健康水平。一般情况下，

户主自身健康水平与其劳动能力相关，在健康水平

较差和劳动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农户自己耕种土地

的能力不足，将会倾向于转出土地。被调查农户的

户主自评健康状况均值水平略大于 2，说明农村常

住居民家庭户主的健康水平普遍较高，具有较强的

劳动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自评健康水平具有较大

的主观性，因为人们普遍的乐观主义心态，很容易

高估自己的健康状况，因此还需要结合年龄等指标

来评估被调查农民的健康状况。

自变量 X10：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水平年

限。一般情况下，农户家庭受教育水平越高，则对

土地流转等农业和农村政策有越多了解，可能越倾

向于流转出土地；同时也越有能力对家庭成员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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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就业以及农业生产之间进行更有效率的资源配

置决策。被调查农户的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的均值为 7.3左右，说明目前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

育水平相当于初中二年级左右程度，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会影响青壮年农民在城镇获得有较高收入的

稳定就业的机会。

4.3.3 控制变量

设置控制变量主要是反映被调查农户户主自

身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

（1）表现户主自身特征的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X11：户主年龄。户主年龄与其健康水

平、劳动能力相互联系，一般认为，户主年龄越大，

则劳动能力越弱，越倾向于转出土地。从被调查农

户的户主年龄分布情况看，农村常住居民的户主年

龄均值为55岁左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常住居

民的户主多为中老年农民，其劳动能力因年老力衰

也在逐渐衰退。

控制变量X12：户主年龄的平方/100。为降低年

龄指标样本的方差水平，对户主年龄进行进一步计

算处理。

控制变量X13：户主性别。一般认为，男性户主

比女性更倾向于转出土地。从被调查农户户主的

性别情况看，男女性别分布较为均衡。

（2）表现农户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X14：农户家庭成员数。在农村人均耕

地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家庭成员越多，在

自有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收益水平就越难

以满足家庭生活所需，到城镇地区进行非农就业获

取现金收入要比务农收入更高，因此人口多的家庭

转出土地的倾向性就越强。被调查农户的家庭成

员数量均值接近 4人左右，联系本文关于农户户主

年龄和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年龄的分析，可以认为现

在农村常住居民的家庭成员结构多为中老年农民

夫妇与其孙辈在一起生活，其长期在城镇打工的子

女多半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到城镇一起长期生活和

受教育。

控制变量X15：农户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年龄

与劳动能力相关联，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年龄越大，

可能越倾向于转出土地。被调查农户家庭成员的

平均年龄的均值为44.8岁左右，说明农村常住居民

总体上年龄也较为偏大，与目前农村老龄化的现实

情况相符。

控制变量X16：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农户耕

地面积越大，需要的劳动投入越多，在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越来越普遍的现实情况下，耕地数量多的

农户可能更倾向于转入土地。被调查农户家庭的

人均耕地面积为 0.945 亩，也就是说农村人均耕地

不足 1亩，说明中国农村人均耕地数量水平低的情

况长期以来并未得到改善。

控制变量X17：农户家庭参加专业性合作经济组

织年限的对数值。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主要有两

种情况：一种是在将土地流转到所参加的专业合作

社，另一种是在不流转土地的情况下参加提供农业

生产经营服务的专业合作社。这两种情况在农村

都较为普遍，如果前者情况更多，则该变量对土地

流转起到促进作用。被调查农户参加各类合作社

年限的均值水平很低，说明相当多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可能普遍存在存续时间短的问题，或者开展的实

质性活动极为有限，近于所谓的“空壳合作社”情况

较多。

控制变量X18：农户家庭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

价值对数值，包括农业机械等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

和非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一般情况下，农业生产

性固定资产越多，农户耕种土地的能力越强，越倾

向于转入土地而不是转出土地，但也有可能拥有较

多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农户成为专门向其他农

户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专业农户，这种情况下农

户也有可能倾向于转出土地。非农业生产性固定

资产越多，农户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性活动的可能

性越大，越倾向于转出土地。被调查农户家庭拥有

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均值水平很低，并且方差较小，

说明多数农户实际上并未购置各类生产性设备，其

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较低。

5 结果与分析
5.1 模型估计效果

5.1.1 模型预测正确率分析

建立前述计量模型以后，使用 SPSS 软件以向

后瓦尔德法（Wald）进行回归。从表 2可见，为“否”

（即不进行土地流转）的观测值有9391个，相应的预

测值有 9316 个，模型预测正确率为 99.2%；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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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进行土地流转）的观测值有 988个，相应的预测

值有 664个，模型预测正确率为 67.2%。因此，模型

的总预测正确率为96.2%，说明模型预测效果良好。

5.1.2 模型拟合效果

在模型汇总中，最大似然平方的对数值等于

3122.919，卡方临界值15.987，因此最大似然对数值

通过检验，模型的整体性拟合效果好。Cox&Snell

R2 为 0.28，Negelkerke R2 为 0.599，均能达到检验

要求。

5.1.3 模型的显著性检验

从表3可见，在模型系数综合检验中，显著性水

平是 0.1，自由度 df值为 10，卡方临界值 15.987。计

算卡方值3403.166，大于临界值，相应的Sig.值小于

0.1，因此在显著性水平为0.1的情况下，均通过显著

性检验。

5.2 模型变量估计结果及分析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显性市民化自变量的X1和

X3、隐性市民化自变量的 X4、土地财产属性自变量

X8、农户人力资本自变量的 X10、控制变量 X11、X13、

X16、X18等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表现出较强的统计相关

性，如表 4所示。其余自变量和控制变量未通过统

计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5.2.1 显性市民化自变量

（1）有城镇户籍成员占农户家庭人口总数比重

对农户转出土地行为有正向作用，H1成立，说明城

乡户籍身份转变的实质性城镇化确实可以起到使

农民愿意放弃土地耕种的促进作用，在这种情况

下，土地的财产性功能得以实现。

（2）有城镇养老保险的成员占农户家庭人口总

数比重对农户转出土地有正向作用，并且其作用程

度大于城乡户籍身份转变，说明与在基本生活保障

政策项目优先序方面，养老保障要排在医疗保障之

前（X3显著，X2不显著），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农村

土地对农民而言最重要的保障功能应当是养老保

障，为市民化的农民提供城镇养老保障待遇可以促

进转出土地。H2假设有一半成立。

5.2.2 隐性市民化自变量

非农就业超过270天的成员占农户家庭人口数

表2 模型观测值和预测值分类表

Table 2 Observation and model prediction of whether land transfer

has taken place

已观测

是否土地流转

总计百分比/%

否

是

已预测

是否土地流转

否

9316

324

是

75

664

百分比校正/%

99.2

67.2

96.2

表3 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

Table 3 Comprehensive test of model coefficients

步骤

块

模型

卡方

-0.540

3403.166

3403.166

df

1

10

10

Sig.

0.463

0.000

0.000

表4 方程中的变量

Table 4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变量

X1

X3

X4

X8

X10

X11

X13

X14

X16

X18

常数项

B

0.487

0.689

0.473

0.899

0.053

0.008

-0.639

0.116

-0.108

0.067

-4.460

S.E

0.146

0.205

0.199

0.025

0.024

0.004

0.209

0.037

0.012

0.014

0.383

Wals

11.166

11.291

5.648

1335.099

4.916

3.412

9.364

9.589

81.661

21.384

135.480

df

1

1

1

1

1

1

1

1

1

1

1

Sig.

0.001

0.001

0.017

0.000

0.027

0.065

0.002

0.002

0.000

0.000

0.000

Exp B

1.627

1.992

1.605

2.457

1.054

1.008

0.528

1.123

1.114

1.069

0.012

注：B表示变量系数值，Wals表示卡方值，Exp B表示OR值（Odds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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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重对农户转出土地有正向作用，这说明农户家

庭中常年在农村居住生活的人口数量越少，则越倾

向于放弃直接耕种土地，这也说明即使是隐性市民

化状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户转出土地。根

据X4显著，而X5、X6、X7不显著的结果，H3部分成立。

5.2.3 土地财产属性自变量

土地流转租金高对农户转出土地有正向作用，

并且在所有显示与因变量有统计关系的自变量中，

土地流转租金对农户转出土地的作用程度最强，H4

成立。这说明农村土地的财产性属性越强，农民越

有可能放弃直接耕种的生产经营收益并转而获取

土地流转产生的财产性收益。

5.2.4 农户人力资本自变量

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土地转出行

为有正向作用，H5成立。一方面是因为受教育水平

较高，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国家关于推进土

地流转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教育水平较

高，从而更容易在城镇找到较好的非农就业机会。

5.2.5 控制变量

（1）户主年龄对农户转出土地行为有正向作

用。虽然其系数显示作用程度较小，但是也说明随

着农民年龄增长，健康水平和劳动能力日趋衰减，

发展到没有足够体力耕种土地的程度，就会选择转

出土地以获取租金收益，这是一个渐进的、被动的

进程。

（2）户主性别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有明显的负

向作用，也就是说女性户主更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

而不是转出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农

村常住居民以妇女和中老年男性农民为主，因为相

同年龄段由于生理差异而女性要比男性能够维持

更长时期的健康状态，再加上农户普遍人均耕地很

少，从而在女性作为主要劳动力能够承担农业生产

经营负担的情况下，农户会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而

不是进行流转。

（3）农户家庭人口数量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有

正向作用。农户家庭人口越多，家庭需要承担的生

活的各种消费支出越高，农户小块土地上进行农业

生产经营的收益不足以满足这种增加的消费支出，

因此家庭成员可能会越多地参与非农就业以换取

更多的现金收入来维持家庭经济运转，自然就越倾

向于转出土地。

（4）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土地转出行

为有负向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耕地面

积增加，农户家庭内部也有可能实现土地规模化生

产经营，获得比零散小块土地上更高的生产性收

益，因此耕地数量较多的农户更倾向于自己直接耕

种土地，甚至还愿意转入更多土地。

（5）农户家庭的农业和非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

价 值 对 农 户 土 地 转 出 行 为 正 向 作 用 。 在

CHIPS2013 数据库中并未清晰地分出农业和非农

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各自的价值水平，结合前文关于

农户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可以认为被调查农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

主要以非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为主，因此呈现出在

农户拥有的非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较多的情况下，

农户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到非农业生产经营中去，从

而更倾向于转出土地。当然，也有可能在少数农户

拥有较多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情况下，向其他

农户提供专业性的农业生产机械化等有偿服务要

比自己直接耕种的收益更高，从而这些农户也会倾

向于转出土地。

5.2.6 对未通过模型检验的变量的简要分析

（1）“有城市公费医疗保险成员数量在家庭人

口总数中所占比重”没有通过模型检验，可能是因

为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全面覆盖了

农业人口，同时一些因征地等原因转为城镇户籍的

农民仍然延续新农合待遇，这样使得样本农户的医

疗保障差异性相当小，自然与土地转出行为之间就

不能表现出明显的统计相关性了。

表5 未纳入方程的变量

Table 5 Variables not included in the equation

变量

X2

X5

X6

X7

X9

X12

X15

X17

总体统计

Score

0.011

0.632

0.018

0.545

0.827

0.206

0.900

0.298

4.691

df

1

1

1

1

1

1

1

1

8

Sig.

0.918

0.427

0.895

0.460

0.363

0.650

0.343

0.585

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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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5从反面表现农民从事非农就业工作的时

间，对于循环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而言，每年

因为农忙季节需要和传统节假日回乡的需要对城

镇地区打工时间安排具有较强的同一规律性，从而

每年务农天数差别不大，因此该变量与农户土地转

出行为之间没有明显统计关系；从样本农户的调查

数据看，农民的“非农就业超过270天成员的平均非

农就业收入”高度趋同，因此对数化处理后的变量

X6与土地转出行为之间也没有明显统计相关性；X7

未能通过检验，结合前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该项

指标均值较低，说明农民从事非农就业年限较短的

特征具有趋同性，从而没有呈现出统计相关性。

（3）X9未通过模型检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人们

在评价自己健康水平时，习惯上倾向于作出乐观的

估计，从而使该变量在样本农户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性，与土地转出行为之间也就没有统计相关性了。

（4）X12和 X15等两个年龄变量未能通过模型检

验，从样本农户情况看，长期在农村生活的农民多

数是中老年农民，户主平均年龄相当一致；农民家

庭结构也高度相似，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也相当接

近；上述情况导致两个年龄变量和土地转出行为之

间没有明显的统计相关性。

（5）“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社年限”变量未通过模

型检验，可能是因为目前各级政府农业和农村发展

政策多数需要以专业合作社进行政策对接，从而相

当多的农民都自愿或非自愿参加专业合作社，样本

农户中没有参加合作社的很少，因此与土地转出行

为之间没有表现出统计相关性。

6 结论与启示
6.1 结论

本文提出“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两个

理论概念来描述中国农民市民化的渐进性特征，建

立“农民市民化对农户转出土地的影响机制理论模

型”以分析农民市民化的不同状态对农民转出土地

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而建立Logistics模型就农民市

民化的不同状态对农民转出土地行为的影响方向

和影响程度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主要研究结论

如下：

（1）农民市民化进程确实能够促进土地流转发

展。尽管农民市民化进程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不

同，但无论是处于显性市民化还是隐性市民化状

态，农民永久性或者循环性地迁徙到城镇地区长期

工作和生活，农民市民化进程都会使农民倾向于转

出土地。

（2）在显性市民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中，

获得城镇地区养老保障对农民转出土地的影响要

明显强于获得城镇户籍身份的影响。这说明土地

对于农民而言最重要的经济功能是养老保障。

（3）土地流转租金与农民转出土地有显著的正

相关性，这说明随着土地流转资金提高，农民转出

土地的积极性就会更强。

（4）提高农民的非农就业人力资本水平将有利

于促进土地流转和农民市民化进程。

（5）农民随着年龄增长而劳动能力日趋衰减是

其倾向于转出土地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农民具有较

强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会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从

这个角度讲，在没有其他促进性政策的作用下，土

地流转进程将是一个与农村常住居民老龄化相伴

随的长期渐进过程。

（6）农村人均耕地水平较低的情况、农户人口

多的情况、以及农户的农业和非农业生产性固定资

产装备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农户会更倾向于转出

土地。

6.2 启示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对通过推动农民市民

化进程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设计有所助益

的启示性观点：

（1）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如果能够对获得城镇户

籍身份的农民提供及时和足够的城镇养老保障和

医疗保障待遇，就会显著促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2）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转出土地越多，实现

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可能性越强。但是因为土地流

转规模扩大必然会是在土地流转租金不断提高的

前提下发生，同时土地租金对于租地生产经营者而

言是一种限时限额支付的刚性支出，并且还会随着

时间推移而刚性上升，这样就会加重转入大量土地

并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的经营负担。从这个角度讲，进行土地规模化生产

经营是有准入门槛的，必须具备较为雄厚财力和较

强生产经营能力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才能进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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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转市场。

（3）发展农业机械等农业生产经营过程的专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向规模

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集中，以便于发展规模化现代

农业。

（4）大力开展针对农民的农业和非农业技能培

训、发展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事业、鼓励和吸引城镇

地区专业技术人才和适龄劳动力到农村到农村创

业、继续发展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事业

等都会对提高农民的非农就业人力资本水平有显

著积极作用，从而促进土地流转。

（5）一方面，农民有长期从事非农就业工作的

需要和时间，也有从农民户籍身份转变为城镇居民

户籍身份并过上城市化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因

为城镇养老保障待遇尚不能全面替代农村土地的

养老保障功能，农民又不能放弃土地。从这个角度

讲，中国的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应当不同于其

他国家已有的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城市化和市民

化经验，推进就地城镇化政策就成为可行的选择。

目前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使城镇化和农村公共

服务水平均等化，同时大力发展农村产业，有理由

相信本身包涵就地城镇化内容的乡村振兴政策有

可能会显著推进土地流转进程和农民就地市民化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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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explicit citizenship”and“implicit
citizenship”on farmers’land transfer behavior

XIN Yi1，GONG Weiwen2，ZHAO Yafei1

(1.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Beijing Branch of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rowth rate of rural land transfer in China has shown a continuous

downward trend. At the same time, the scale of urban-rural floating population formed by migrants

has reached a new high in history. This process of incomplete citizenization of“leave the

countryside without leaving behind the land”has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transfer. To

examin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and degree of different states of farmers’citizenization on

their land transfer behavior, this study used a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econometric modeling.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explicit citizenization” and “implicit

citizenization” were proposed to reflect the gra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farmers’

citize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and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citizenization have complex effects on farmers’land transfer behavior. The conclusions of our

study are: (1) The process of farmers’citizeniz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land transfer

behavior. (2) The process of land transfer is a long-term gradual process accompanied by the aging

of rural permanent residents. (3)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pension security, land transfer rents,

and improvement of farmers’human capital levels a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farmers’transfer of

lan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explore the impact of farmers’citizenization on rural land transfer

and related policies.

Key words: land transfer; farmers’citizenization; explicit citizenization; implicit citizenization;

land rent; Logistics regression model; CHIP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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